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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家庭经济与生育研究
在理论上应当注意的几个问题

李竞能

家庭经济与生育的关系是生育经济学，也是微观人口经济学的核心问题。80年代以来，它

日益受到中国人口学者的重视，家庭经济状况特别是家庭收入水平与生活方式，已被看作是家

庭生育行为和孩子生产抉择的决定因素之一。随着人口研究国际学术交流的日益加强，许多西

方人口经济学说逐渐被用于解释中国现实存在的人口问题，尤其是生育问题。在家庭经济和生

育方面，经常被提到的西方人口经济学观点主要有：哈维·莱宾斯坦(H．Leibenstein)有关孩子

生产的成本一效用分析和边际孩子合理选择理论；贝克尔(G．S．Becker)有关家庭效用最大化

和孩子数量质量替代理论；还有伊斯特林(R．A．Easterline)的生育率决定的供给一需求模型；

以及卡德威尔(J．C．Caldwell)的财富流理论。我国一些学者运用这些理论对中国的人口和生

育问题进行了分析，使中国的生育经济学研究在80年代中期以后进入新的阶段，达到新的高

度。 。

90年代初提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后，无论从宏观还是从微观来看都有利于生育率

下降和人口转变过程，而且更具备运用孩子成本一收益分析等西方人f1理论的社会经济条件，

实际调查研究也表明，当孩子生产的成本提高而其效用(收益)下降时。会导致个人或家庭生育

意愿和生育率的下降。然而，对上述西方人口理论的运用仍需持慎重的态度。因为，中国刚刚开

始转向市场经济，它的大多数家庭还缺乏明确的现代商品经济意识和成熟的现代生活方式，传

统社会经济结构还没有受到根本的触动，传统社会意识对家庭和人们的生育行为的影响还很

大。因此，在利用西方人口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来分析中国家庭经济和生育率问题时，不应忽

视中国国情，不应忽视当代中国家庭经济与生育决策行为的特点。基于这种考虑，本文提出在

中国现实情况下，有关家庭经济和生育率研究在理论上应当注意的若干问题，以便讨论。

一、中国市场经济尚不成熟，大多数家庭仍缺乏明确的现代商品经济意识，孩子生产尚未

被看作和耐用消费品生产相当的事物。因此，用西方市场经济条件下提出的分析工具来研究中

国家庭生育情况，有一定的局限性。

1．在孩子生产的成本一效用分析上，由于大多数中国家庭并不把自己的孩子看作一种耐

用消费品，而主要看作传宗接代的工具，因此，无论对孩子生产的成本还是它的效用，在认识上

都十分模糊。对中国大多数家庭来说，即使认为孩子能够给它们带来一定的欢乐，或者是一定

收入的潜在资源，一定的社会保障的潜在能力，这种认识往往也带有一定的盲目性．因为它们

往往很少考虑相应地必须付出的成本，特别是机会成本。当大多数家庭首先考虑的仍是温饱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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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最需要的仍是生存资料时，对孩子生产的成本与效用的认识显然是非常模糊的，在商品经

济欠发达的条件下更是如此。

还应当指出，有关生育行为的回顾性调查表明，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当现代化的避孕方法

和工具尚未普及时，怀孕往往是一种本能行为的盲目的结果，并不是当事人作了充分的成本一

收益对比分析之后采取的目标行为的结果。在回顾性生育调查中，一些有多胎生育历史的妇女

曾明确表示：自己并不愿意多生孩子，只是无可奈何地被迫接受怀孕的事实，这些多育的妇女

大都文化程度比较低，现代商品经济意识比较薄弱，对孩子生产的成本一效用分析往往处于一

种茫然无知的状态。

不仅如此，从孩子生产的效用来看，孩子作为一种家庭乐趣是可以即时享受到的，而作为

一定收入的潜在资源和一定的社会保障的潜在能力，却只是预期的和滞后才能实现的。在传统

社会模式F，对后两方面的预期虽然比较强烈，但是带有很大的盲目性，甚至可以看作是一种

非理性行为．这与现代市场经济下的生育行为以及相应的成本一收益分析，显然不应等同看

待。

应当承认，随着市场经济在中国的建立与发展，孩子生产的成本一效用分析将要在家庭生

育行为上发挥Lt益明显和强烈的作用。然而，在当前中国的社会经济条件下，还必须清醒地看

到它在运用上的局限性，否则，很难对制约中国家庭生育行为的社会机制有比较全面的认识。

2．当前，由于中国大多数家庭，特别是农民和个体户家庭，文化水平的提高滞后于经济收

入水平的提高，并同现代商品经济的要求不相适应，因此，孩子数量与质量转换理论在中国的

运用将不可避免地遇到“盲区”。

改革开放以来，各处商品经济发展的大量事实说明，最先“下海”经商的绝大多数是文化水

平比较低，甚至没有正当职业，没有受过专业教育和职业培训的人。这种状况在乡镇企业和个

体商贩中都普遍存在。他们是80年代中国最先富起来的一批人。随着这些人经济收入水平的不

断提高以至发财致富．下列事实就Et益明显：他们的经济收入水平的提高和他们的文化水平几

乎毫无关系，并不是因为他们的文化水平提高导致其收入水平的提高，二者的变动看不出存在

正相关关系。高文化水平并非高经济收入的必要前提。相反的，社会上却存在着“体脑倒挂”的

现象，从事低文化职业(主要是体力劳动者)的收入，往往还高于从事高文化职业的脑力劳动者

的收入，这无疑会使人们滋长“读书无甩”的思想，而这种状况和思想，在生育行为和孩子生产

上，必将使“孩子数量质量转换理论”在实践上受到极大的局限，主要是缺少实现孩子数量与质

量转换的内在动力。

还需指出，中国农村在改革以后所实行的土地承包生产责任制，仍然建筑在手工劳动的基

础上，手工劳动仍然是财富的主要源泉，因此，家庭劳力的多少同其财富的增长量仍然有明显

而密切的关系；人们对孩子数量的偏好远远超过对质量的重视，所以他们倾向多育。这是人们

常用来说明孩子数量质量替换理论适用于中国的例证。然而，这种理论的适用性，除了要受现

行人口政策的限制外，还会受如下事实的限制：从孩子生产到成长为劳动力，中间存在着相当

大的时差，孩子只是未来的预期的劳动力，并不能满足家庭眼前对劳动力的需要。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说明，一个地区或是一个家庭对新增劳动力的需要，当现有劳动

力数量不能满足时，如果技术水平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主要是通过劳动力的迁移和流动来解决

的。商品经济的发展推动了人口流动与迁移，一些农村家庭一方面使其劳动力转向非农产业，

另一方面又吸收外来劳动力以补其劳动力的不足。目前，这种现象在中国沿海市场经济比较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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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地区已经很普遍。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述地区有相当多的家庭，虽然其经济收入水平远高于

全国平均水平，生活已经相当富裕，拥有许多现代化的生活用具，但是在孩子生产上他们的数

量偏好仍远大于对质量的重视，所以，还没有明显的孩子数量与质量转换的意愿。这种情况存

在的原因是比较复杂的，并非单纯用家庭经济因素可以说明的。

不仅如此，由于建立市场经济的目标模式才刚刚提出，现代商品经济还不很发达，人们的

现代商品经济意识还很不成熟，因此，作为孩子数量质量转换理论的基础的一些前提．如：劳动

一闲暇时间分配，“影子价格”等，事实上在中国并不为人们所熟悉。当前对中国在多数家庭，尤

其是农村家庭来说，刚刚解决温饱问题，其注意力仍旧主要集中在生存资料上．还无暇顾及享

受资料和发展资料，因此劳动一闲暇时间分配问题对他们说来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3．中国地广人多，不同地区之间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很大，发展很不平衡。这是研究中．

国人口经济问题时不可忽视的特点。二元经济结构及其转变仍然是中国社会经济背景的一个

重要组成部分，人口城市化水平还不高，广大农村地区仍然受传统社会经济结构的影响，在上

述情况下很难用单一的理论模式来说明不同地区的家庭经济与生育率问题。

二、中国家庭结构有其特殊性，多世代直系家庭的稳固性很高．农村中许多有血缘关系的

核心小家庭仍有连接纽带，事实上仍组成潜在的多世代直系大家庭，因此，这些核心小家庭在

生育决策上不能不受传统大家庭意识的影响。这种情况的存在，使我们在运用西方人口经济学

观点来分析中国家庭经济与生育率的关系时，更应采取慎重的态度。

1．由于受传统社会意识的影响，无论是在城镇或者是在农村都有不少具有血缘关系的核

心小家庭，彼此间仍旧有直接或间接的经济联系，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有共同的经济生活，共同

的家庭消费，从而组成潜在的大家庭，也可叫做“影子大家庭”。这种事实上仍旧存在的大家庭．

它们对与其有关的小家庭的生育决策的影响，显然是不可忽视的。

在中国广大农村，允其是那些传统社会习俗仍旧有强大影响的农村，农民的主要生活内容

或者生活目标，除了耕作生产以求温饱之外，主要是保持与增进上代遗留的产业，延续和增殖

后代。而要实现上述目标，农民认为必须有男性后代，并且要为后代的婚姻和生育提供必要的

条件，其最主要的就是住房。为儿子建造新房成了中国农民生活中的大事。不仅如此．为了便于

互相照顾，子代新房一般都离上代住房不远，甚至在不同程度上互相连接在一起。即使由村集

体提供新房，父子两代住房往往也分配在一起，而且极少因迁移而分离，这就为两代家庭继续

保持比较密切的经济联系，提供了方便条件。

在中国，无论在农村还是在城镇都可以看到这样的情况．父子两代家庭从户籍登记来看是

互相独立的核心小家庭，但实际上仍旧保持比较紧密的经济联系，父代家长对子代生活，尤其

是婚姻和生育的抉择，还有很大的发言权。我们在研究中国家庭经济与生育问题时．如果忽视

许多核心家庭所具有的上述特点，就难免会作出脱离中国实际情况的结论。

2．应当提出，若仔细分析，中国的核心小家庭同西方的核心小家庭仍有不少差异．中国的

核心小家庭的特点之一是“子代中心”，而西方的核心小家庭是“夫妻中心”。

受传宗接代思想的影响，长期以来，生育子女延续后代已经成为中国家庭的中心任务．即

使在传统社会意识受到强烈批判的年代，家庭职能受到了严重削弱，但传宗接代仍被许多家庭

看作自己主要的存在目标。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生产承包责任制的建立，家庭职能日益增强，家

庭生活仍然以养育子女为中心。这种情况不仅见于直系大家庭，而且也存在于广大的核心小家

庭。孩子成为家庭生活的中心，孩子的生活费在家庭开支中占有很大比重。往往达到40％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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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甚至更多，夫妻以至上代的主要精力都集中到孩子身上。这同西方以夫妻为中心的核心

家庭形成鲜明的对照。在西方，夫妻是核心家庭的主体与中心，孩子从属于夫妻生活，有时孩子

甚至成为夫妻生活(如旅游)的负担。而中国核心家庭的夫妻却肯为孩子作出牺牲，并且在抚养

孩子有困难时，往往能得到上代和“影子大家庭”的帮助。这是中国家庭的特点之一，在研究家

庭经济和生育问题时是不可忽视的。

3．改革开放以来，不但在一些边远农村地区，而且在一些商品经济发展比较迅速的沿海农

村地区，不同程度地都出现了传统社会意识回潮的现象，其中对生育行为最有影响的是宗族关

系和宗法制度的复苏。修祖坟、续家谱，甚至修宗祠、选族长，使“传宗接代”思想又获得牢固的

社会基础。其最显著的后果就是早婚早育、偏好男孩现象的回潮。

许多调查报告都表明，80年代妇女平均初婚年龄普遍下降一岁多，据1988年干分之二生育

率抽样调查资料计算结果，由1979年的23．06岁降至1984年的21．74岁，1988年为22．02岁。同

期，早婚率则普遍上升。i987年早婚率高达23．6％，直至1991年才迅速下降到16．8％，1992年更

下降到12．9％。与此同时，多孩率也比较高，1988年曾高达18％，个别农村地区曾高达35％以

上，到90年代初才下降。一些调查报告表明，文化水平低是存在上述现象的主要原因之一。人口

文化水平低．文盲半文盲多，往往多孩率就高。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数字，15岁及以上人口的

文盲率仍为15．88％，而农村人口文盲率更高，有的地方竟高达35％以上，文盲人口通常占多育

人口的绝大部分，文化水平低是“传宗接代”思想得以存在的主要的社会根源之一。

三、中国政府的政策机制对家庭生育决定始终有很强大的影响，在政策的强大影响下，家

庭经济与生育的关系难免会发生“变形”。不仅这样，在商品经济欠发达的条件下，政策机制和

经济机制对生育率变动的作用程度有时也很难区别。因此，单纯用经济观点有时也很难说明中

国许多家庭的生育行为。

中国实行人口控制和计划生育有其社会经济基础，因此它能够顺利执行，并取得显著成

果。但无需讳言，由于中国经济发展很不平衡，许多地区经济仍然比较落后，特别是市场经济欠

发达，传统社会意识和生活方式仍旧存在，人口控制与计划生育工作在相当程度上还得借助于

政策机制和行政力量。正是因为及时地运用政策机制和行政力量，使中国人口增长能够在比较

短的时期里得以控制，经济的发展也就避免了因人口盲目增长而付出严重代价。即使在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策机制仍然是调节人口控制的宏观社会利益与微观个人利益最有力的

工具．通过政策倾斜和利益诱导可以有效地使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趋向一致。

然而，在强大的政策机制的作用下。在一些地区家庭经济与生育的关系自然不是放任自流

地发展，而是受到社会利益与政策的限制。从这个意义上说，家庭经济与生育的关系必然会发

生一定的“变形”。在此，我们不宜对此作什么评价，而只想指出，在上述情况下，单纯从家庭经

济的角度，很难正确和全面地说明家庭的生育抉择。而且，在运用西方人口经济学的观点去研

究中国的家庭经济和生育的关系时，如果忽视了上述特点，就有可能得出不符合中国实际的结

论。例如，在中国的上述情况下，我们很难说边际孩子的合理选择理论在分析中国生育问题上

能有什么实际意义。总之，研究中国家庭经济与生育的关系，我们必须充分注意中国的国情与

特点。

(参考书目转第13页)

(作者工作单位：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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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23对染色体中有22对男女都一样，称之为常染色体。所不一样的一对染色体称之为性染色

体。性染色体遗传病之一，是由位于x染色体上的显性致病基因所引起的遗传病。其中一个主

要特点是女性患者明显高于男性。由于女性的性染色体含有二条X，可以互相补偿，受影响机

率大为降低，病患往往呈隐性。男性的性染色体只有一条x，与另一条Y不能互相补偿。虽男

性患者远低于女性，但因受影响机率大，病患呈显性。女性死于癌症少于男性与男女性染色体

差异是有关的。

女性较男性死亡率低，是出生后的性别比值随年龄升高而降低的关键人口学因素。男女两

性死亡率差异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生物学方面的原因，是女性的雌激素具有的保护血管壁、防止

血管硬化或变脆，以及增强机体抵抗病菌之功能。雌性激素主要由胆固醇生成，这样致使女性

血液中的胆固醇就相对要少。女性的免疫功能从生物学方面来说，要高于男性。
‘

与女性的雌激素作用相反，男性的雄激素在有些方面起降低机体抵抗病毒感染之作用。这

种由两性免疫功能差异导致的抗疾病感染与抗患肿瘤之功能差异．是分析男女两性死亡率差

异不可忽视的一个问题。

女性的基础代谢少于男性。这是因为女性一般在25岁后代谢率慢于男性，直至闭经后才与

男性基本一致。总的来说，女性一生的基础代谢要较男性一生少约30％一40％。基础代谢率高．

代谢大，导致减寿。男女两性的基础代谢也是男女死亡率与两性平均预期寿命差异的一个重要

原因。

死亡性别比一般来说都高于100(以女性为100)。然而，因年龄构成不一样，年龄别死亡性

别比也不一样。所以，人口死亡性别比也不尽相同。死亡性别比在125及125以上的国家．如古

巴、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在105—125之间的国家，如日本、墨西哥、委内瑞拉、印度、瑞典；在

100—105之间的国家，如英国、西班牙、埃及、葡萄牙、奥地利。死亡性别比的通常值范围一般为

105—125。

死亡性别比高于1 00，一般又置于105—125之间。为此，总人口性别比高于1 05的国家随时

间推移，只要没有极其例外的情况，逐步降至95—102的范围，乃是总的变动趋势。我国人口性

别比当然也属此列。

(作者工作单位：中国人口情报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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